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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莉萨·戴尔对政治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贡献＊

———２０２０年度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得主学术贡献评介

张 延　王 琪

摘要：因对政治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领域研究的突出贡献，梅莉萨·戴尔被美国经济学联合会
授予２０２０年度约翰·贝茨·克拉克奖。戴尔基于特定的政治与历史背景，详细探究了制度的产生
和长期影响，并深入分析了持续影响的机制，为从政治角度理解长期经济发展提供了实证证据。此
外，她的研究指出了一些旨在消除不稳定因素的政策可能具有反作用。戴尔从独特的角度研究了
具体的问题，使用严谨的方法和丰富的数据，设计出精巧的实证策略，识别出可信的因果关系，为相
关领域的研究开创了新的模式。本文围绕戴尔在政治的长期影响、暴力冲突与经济发展等方面的
研究，梳理了其学术成果，以理解其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的独创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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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梅莉萨·戴尔（Ｍｅｌｉｓｓａ　Ｄｅｌｌ）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因其在政治经济与经济发展领域
的突出贡献，被美国经济学联合会（ＡＥＡ）授予２０２０年度约翰·贝茨·克拉克奖（Ｊｏｈｎ　Ｂａｔｅｓ　Ｃｌａｒｋ
Ｍｅｄａｌ）。戴尔１９８３年出生于美国俄克拉荷马州，２００５年以最优等荣誉获得哈佛大学学士学位，

２００７年获得牛津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２０１２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的
两年，她成为哈佛学者学社（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Ｆｅｌｌｏｗｓ）初级研究员，２０１４年成为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的助理
教授，２０１８年晋升为教授。戴尔同时还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ＮＢＥＲ）、发展研究和经济分析社
（ＢＲＥＡＤ）研究员，定量社会科学研究所（ＩＱＳＳ）科学项目主任和研究员。此外，她还是哈佛大学多个
研究机构的成员，包括国际与区域研究院、亚洲中心委员会、环境中心以及国际发展中心等。戴尔的
贡献已经获得了广泛的认可。２０１４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评选出２５位年龄在４５岁以下、塑
造了全球经济思想的经济学家，戴尔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２０１６年，她获得斯隆奖（Ｓｌｏａｎ　Ｆｅｌｌｏｗ－
ｓｈｉｐ），２０１７年获得第五届卡尔沃－阿姆格尔国际奖（Ｃａｌｖ－Ａｒｍｅｎｇｏ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ｚｅ），２０１８年
获得伊莱恩·本内特研究奖（Ｅｌａｉｎｅ　Ｂｅｎｎｅｔ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ｉｚｅ），同年被《经济学人》（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杂志评
为十年来最顶尖的八位年轻经济学家之一。
戴尔的主要贡献是通过精巧的实证设计，研究政治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持续性作用，基于特定

的历史背景，详细分析了制度的产生和影响机制，对政治与长期经济发展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戴
尔的另一贡献是采用创造性的经验设计回答了当前与政策相关的问题，如墨西哥的毒品交易和暴力
犯罪、美国对越南的军事策略等。此外，戴尔的研究还涉及气候与经济发展，主要从气温与收入的关
系来理解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在所研究的问题上，戴尔通过细致的数据收集和实证工作，为研究
者提供了一种模式来证明历史事件和特定机构的持久性影响及原因。在研究方法上，戴尔主要以断

—６４１—

＊ 张延、王琪，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１００８７１，电子邮箱：ｚｈａｎｇｙａｎ０９８９＠１６３．ｃｏｍ，ｗａｎｇｑｉ０７２７＠ｐｋｕ．
ｅｄｕ．ｃｎ。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



点回归、工具变量回归等实证方法为基础，巧妙地利用具体事件的特殊背景，结合数据重建、对照识
别等方法，丰富和发展了经验研究所能涉及的领域。

本文将介绍戴尔在政治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研究上的开创性工作，通过梳理戴尔丰富的实证结
果和出色的论证过程，来理解其对制度经济领域以及经验研究方法的重要贡献。

二、政治制度与经济模式：跨国证据

制度和产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不同国家人均收入的差异，制度完善、产权稳定、扭曲性政策
较少的国家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较为充足，可以更有效地运用这些生产要素实现更高的收
入水平（Ｎｏｒｔｈ　＆Ｔｈｏｍａｓ，１９７３）。但在制度不健全的国家，缺乏保障的产权和合约权利、非有效的
公共投资和经济政策均会抑制投资，使得经济增长的稳态水平较低，给定初始收入水平，经济向稳态
的收敛速度也较慢（Ｂａｒｒｏ　＆Ｓａｌａ－ｉ－Ｍａｒｔｉｎ，１９９１）。通过比较跨国间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可以验
证这一观点。

如果将经济差距归结于制度不同，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制度不同呢？从历史的角度可以解释
这一差异。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关注到在殖民时期，欧洲在不同地区推行了不同的殖民化政策，

进而使得当地产生了不同的制度体系，两种极端情况是“攫取式”（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ｅｓ）和“新欧洲”
（ｎｅｏ－Ｅｕｒｏｐｅｓ）：前者主要指被攫取资源的殖民地，例如在一些非洲国家，欧洲并没有给当地引入私
人产权保护或者针对政府权力的制约与平衡；而后者发生于欧洲人大量移居过程中建立的殖民地，

移居者建立起了类似欧洲的制度，例如在美国和加拿大。造成两种殖民化政策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移
居的可行性，在环境不利于欧洲人定居的区域，则更可能建立攫取型的殖民地，而且很多掠夺性机构
和制度即便在独立后仍然存在。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使用第一批在殖民地定居的欧洲人的预期死
亡率作为这些国家当前制度的工具变量，发现死亡率较高的殖民地区域至今仍非常贫困，移民死亡
率通过影响欧洲人的定居规模进而影响早期制度。这些保留下来的制度影响了当前的经济表现，若
控制制度效应，非洲国家的人均收入可以提升很多。这一研究避免了在实证研究制度对经济的影响
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比如富裕的国家可以选择更好的制度，而且诸如地理位置、语言、文化等
因素会同时影响制度和收入。研究者使用工具变量方法，比较了殖民时期由于偶然原因而建立起不
同制度的国家，从而构造了一种外生的制度差异，据此识别制度与发展的因果关系。另外，该研究指
出了历史影响的长期性，１００多年前定居者的死亡率和当时移民引入的制度仍然影响着当前的政治
形态，表明这些早期差异直到今天仍然重要，这引发了后来研究者从各个角度来探究历史对经济和
政治的长期影响。

历史学家通常认为制度和历史事件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持续性的影响，在经济学领域也有越来越
多的实证研究关注于历史变量对长期增长的影响。Ｓｐｏｌａｏｒｅ　＆ Ｗａｃｚｉａｒｇ（２０１３）总结这一领域的研
究时指出，大量关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实证研究已由关注于近期决定因素转为探寻根植于长期历史
的、更为深入和基础的因素，试图探究长期地理、历史因素与国家发展的复杂关系及中间机制。其
中，解释为何殖民地国家形成了差异巨大的发展路径是一个重要分支。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对历
史如何通过政治制度对当代造成影响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强调了制度结构的决定性作
用，不健全的产权保护、法律系统、权力约束等是国家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制度的落后甚至会使得
国家丧失之前的经济优势。研究发现，在过去５００年间被欧洲殖民过的国家中，部分国家曾经相
对富裕但现在却相对贫穷，这种经济逆转可以由欧洲殖民化政策导致的制度逆转解释，即殖民者
在之前较为贫穷的地区引入了促进投资的制度和机构，在１８世纪后期和１９世纪早期的工业化浪
潮下，制度优势使得殖民地得以抓住机会快速发展起来。Ｓｏｋｏｌｏｆｆ　＆Ｅｎｇ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０）从不平等的
角度解释了历史制度如何持续影响经济发展，具体来说，初始要素禀赋不平等会导致财富、人力资
本和政治权利的不平等，精英阶层为维护既得利益而利用自身优势影响政治制度与经济政策，进
而限制大多数人的经济机会，造成劣势群体难以发展的社会代价。因此，北美洲和南美洲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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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发展差距巨大，是因为不同区域的要素禀赋形成了不同的早期财富分配，在不平等程度较
大的地区形成的制度不利于整体发展，并进一步促进了不平等的延续，对国家经济发展路径产生
了持续的影响。

尽管跨国证据表明历史制度在当前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要更进一步地探究这种持续性
的传递机制，仍需在跨国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挖掘。戴尔等（Ｄｅｌｌ，２０１０，２０１２；Ｄｅｌｌ，Ｌａｎｅ　＆
Ｑｕｅｒｕｂｉｎ，２０１８；Ｄｅｌｌ　＆Ｏｌｋｅｎ，２０２０）基于特定的国家，在相对微观的层次上分析了特定渠道对某
一国家的影响，为历史制度的持续性提供了证据，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具体的发生机制，从多方面论证
了跨国证据所得出的观点。例如，戴尔（Ｄｅｌｌ，２０１０）以秘鲁的采矿业为例论证了以掠夺资源为目的的
殖民活动对当地带来的长期不利影响。她将此前的跨国研究中所关注的制度具体化为秘鲁在沦为
殖民地时期实行的强制性劳动力制度，测算其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因果影响。戴尔的一系列研究在跨
国分析的基础上具有重要开创性意义：首先，她延续了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对殖民、制度与长期发展的探
索，但不再停留于以不同国家为差异性样本去寻找制度的外生变量，或者基于宏观指标测算发展差
异，而是关注具体国家的具体制度，在更微观的地区层面分离出外生制度差异。这一思路可以更好
地控制其他相关因素，也为丰富的机制探索提供了可能。其次，戴尔的研究强调了历史的持续性经
济影响，但她将视角扩展至殖民以前的政治制度差异，研究了更长期的历史影响，而且强调了制度之
外的非正式传承的作用（Ｄｅｌｌ，Ｌａｎｅ　＆ Ｑｕｅｒｕｂｉｎ，２０１８）。最后，戴尔的研究得到了更丰富的结论，

在此前的跨国结论基础上发展出一些新的观点，例如，戴尔等（Ｄｅｌｌ　＆ Ｏｌｋｅｎ，２０２０）指出，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提到的攫取型殖民地如今并不一定发展得较差，一些殖民制度甚至可能具有长期正面影
响；戴尔（Ｄｅｌｌ，２０１０）曾指出，Ｓｏｋｏｌｏｆｆ　＆Ｅｎｇ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０）得出的制度、不平等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要
在具体国家的具体背景下分析，秘鲁便不存在不平等抑制长期发展的情况。

三、历史制度与长期发展

戴尔根据历史上的意外事件或特殊情况来研究制度差异的持续性影响，主要研究了殖民时期甚
至更早时期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组织对如今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的影响，关注了具体国家的某段特殊
历史时期或某一历史事件。例如，秘鲁和印度尼西亚的殖民地制度（Ｄｅｌｌ，２０１０；Ｄｅｌｌ　＆ Ｏｌｋｅｎ，

２０２０），越南在沦为殖民地之前就形成的行政组织（Ｄｅｌｌ，Ｌａｎｅ　＆Ｑｕｅｒｕｂｉｎ，２０１８），以及墨西哥的土
地改革（Ｄｅｌｌ，２０１２）。她利用历史背景巧妙地设计实证策略，探索制度差异的长期影响以及影响发
生的特定渠道，为从历史角度理解如今的经济发展差异提供了丰富详细的实证证据。

戴尔的研究方法多基于地理边界进行断点回归设计，通过构造自然实验推出因果关系。近年
来，断点回归设计（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ｄｅｓｉｇｎ，ＲＤＤ）由于其相对较弱的假设而成为一种比较
流行的自然实验方法，基于地理的不连续性进行处理也可称为地理断点回归（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
ｓｉｏｎ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或空间断点回归（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Ｋｅｅｌｅ　＆Ｔｉｔｉｕｎｉｋ，２０１５）。通
常做法是，按照地理或行政边界划分为处理区域和控制区域。如果在边界两侧，处理变量有明显
跳跃，同时，除此之外的其他因素变化平滑，则控制区域可以作为处理区域在未接受处理情况下的
反事实估计。进一步地，如果处理变量的跳跃是由外生因素决定的，则可以将处理区域与控制区
域视为局部随机分组，结果变量在边界上发生跳跃的唯一原因是外生的处理效应。例如，比较某
一边界附近的区域，在分界线两侧除了制度不同，其他方面几乎没有差别，因此研究者可以控制人
口、地理、语言等因素，单独分离出制度影响。采用这一思想，戴尔从历史的角度发现了多个案例，

不同地区在殖民时期由于偶然因素形成了不同的制度，并利用制度在空间上的不连续得到可信的
因果关系。

（一）强制性劳动力制度
戴尔（Ｄｅｌｌ，２０１０）基于西班牙殖民者在秘鲁实行的强制性劳动力制度，使用断点回归设计比较实

行与未实行该制度区域如今的经济发展情况，考察了制度的长期经济影响。

—８４１—



１．历史背景。秘鲁是一个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西班牙在统治秘鲁期间为使用免费劳动力攫
取银矿和汞矿资源，自１５７３年开始就实施一种强制性劳动力制度（Ｍｉｔａ制度）。这一制度划定了超
过２００个矿区附近的群落，要求当地提供１／７的成年男性去采矿，由当地的精英阶层负责招募、运送
并严格汇报人数。实施区域的划定由外生地理特征决定，如到矿山的距离、海拔等，且在１５７８年以
后保持恒定（Ｃｏｌｅ，１９８５）。Ｍｉｔａ制度直至１８１２年才被废除。

２．实证方法及结果。实行 Ｍｉｔａ制度的边界区域具有一种政策不连续性：在边界的一侧，所有
群落被强迫提供相同比例的矿地劳动力，而另一侧的所有群落则可以免除强制劳动。这种离散的
变化为分析 Ｍｉｔａ制度的长期效应提供了一个回归断点。这一边界是一个经纬度空间内的多维断
点。断点回归设计的有效性要求除了处理变量外，所有相关因素在边界处平稳变化，即实行 Ｍｉｔａ
制度与未实行 Ｍｉｔａ制度区域的其他特征在断点处变化连续。为保证恰好在制度实施区域之外的
个体可以作为恰好在内部个体的反事实替代，戴尔将样本限制于秘鲁南侧横切安第斯山脉的区
域，在这里边界两侧的海拔、地形、降水、种族以及其他殖民政策均无显著差别。在此基础上，戴尔
通过检验 Ｍｉｔａ制度是否影响了当地居民如今生活的标准，来衡量强制性劳动力制度对经济发展的
长期影响。

在进行断点回归设计时，戴尔首次使用了多维半参的方法，并详细讨论了多维断点的问题。首
先，由于非参数断点回归设计要求每个观测样本的经纬度信息，但这样的微观数据并不可得，因此戴
尔使用了半参断点回归设计法，将样本限制于距离 Ｍｉｔａ制度实施边界５０千米内的行政区内。其
次，针对多维问题，她在回归中控制了断点回归设计多项式，并在识别上使用了多种方法。第一种方
法是直接控制经度和纬度的三次多项式，第二种方法是将多维多项式转化为单维多项式，即使用地
理位置的单维特征。此外，戴尔在回归中控制了边界线固定效应，并讨论了可能存在的阈值选择问
题，例如人口会选择在实行区域与未实行区域间迁移。

基于上述方法，戴尔测算出尽管 Ｍｉｔａ制度已经取消，但它对现在居住于实施地区的居民生活仍
有负影响，Ｍｉｔａ制度的长期影响使得相应地区如今的家庭消费降低了２５％，儿童发育不良的比例增
加了６％。进一步地，戴尔从三个角度探究了这种持续性的产生机制：土地使用权、公共物品和市场
参与。她发现秘鲁的大农场（ｈａｃｉｅｎｄａｓ）主要产生于未实施 Ｍｉｔａ制度的地区，Ｍｉｔａ制度对于实施地
区大农场的负效应一直持续至１９４０年。另外，实施 Ｍｉｔａ地区教育和公路等公共物品的提供相对匮
乏，Ｍｉｔａ制度的长期影响也使得当地普遍将农业用于维持生计，而非参与市场交换。戴尔结合秘鲁
的历史解释了整个机制：劳动力制度通过影响土地使用和大农场主的形成，影响了公共物品提供，保
留下来的公共物品长期影响着今天的市场参与。秘鲁的历史存在特殊性，其地主形成时间较晚，主
要形成于实施 Ｍｉｔａ制度之后的一段时间（Ｋｅｉｔｈ，１９７１）。在实施 Ｍｉｔａ制度的区域，为缓解劳动力的
稀缺，殖民政策推行了共同土地使用政策以严格限制大农场的形成（Ｃｏｌｅ，１９８５）。在 Ｍｉｔａ制度被废
除后，秘鲁政府停止了该区域的公共土地使用，没收了大量农民土地，但没有替代以有效的赋予农民
所有权的方式。总之，实施 Ｍｉｔａ制度的地区形成的大农场数量较少，而且土地产权不稳定。相比之
下，未实行 Ｍｉｔａ制度的区域具有长期稳定的土地使用系统，自１７世纪以来，大地主的产权始终是稳
定的，其投资于公共物品的回报较高，如更有经济动机游说政府修建公路，这些公路一直保留至今
天，使得当地小规模的农产品得以更方便地进入市场。戴尔给出了支持该机制的证据：强制性劳动
力制度显著降低了 Ｍｉｔａ制度地区大农场的形成，以及公路网络密度。

３．研究简评。戴尔的研究指出，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并没有抑制发展，相反地，土地精英在某些
方面提供了一条发展道路。这一结论为理解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此前的研
究普遍认为经济上的不平等对增长具有副作用（Ｂａｎｅｒｊｅｅ　＆Ｎｅｗｍａｎ，１９９３；Ｍｕｒｐｈｙ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９），以

Ｅｎｇｅｒｍａｎ　＆Ｓｏｋｏｌｏｆｆ（１９９７）为代表的研究更强调了这一副作用具有持久性。由此形成的共识认为
相比于北美洲，拉丁美洲的欠发达来自殖民时期的财富分布不均等，这持续影响了两地的经济发展
路径。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基于哥伦比亚的实证证据指出，１９世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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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不平等程度并不能预测当地如今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上的不平等可能比经济上的不平等更
有助于理解长期发展道路。戴尔支持了这一质疑，证明了秘鲁的增长劣势并不来自土地要素不平
等，这与当地的历史背景有关。土地要素不平等导致拉丁美洲增长劣势的主要逻辑是土地精英会
为维护既得利益影响政策制定（Ｓｏｋｏｌｏｆｆ　＆Ｅｎｇ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０）。但在秘鲁，土地精英的出现较晚，在
这之前当地就已经存在着不利于小农的产权制度结构，而并不是土地不平等带来的结果。尽管地
主也可能是剥削阶层，但相比于国家的强制性劳动控制，戴尔的证据表明，大地主对长期发展的副
作用更小，对处于殖民地状态的国家来说甚至可以发挥一定的正向作用：地主虽然无意于促进经
济整体的发展，但他们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也确实保护了当地免于被过度开发，并促进了公共
物品供给。

戴尔的研究在数据挖掘、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具有开创性意义。首先，研究所使用的
数据来自其对历史、地理和政策的深入挖掘，具有很大的独创性。例如，戴尔基于秘鲁的行政区划和

ＮＡＳＡ测算的地形数据，计算了每个地区面积加权的海拔以及面积加权的坡度作为外生的地理特
征。此外，为使得回归更稳健而用到的相应区域的气候和地形数据，１６世纪对西班牙的进贡政策
等，以及在机制探讨时使用的１７世纪以来的区级土地使用数据等，均需要细致全面的发掘、匹配和
清理。其次，戴尔论证了攫取型殖民政策会影响长期的经济繁荣，巧妙地用总量数据提供了历史制
度与当代经济结果关系的微观证据。她的研究丰富了此前跨国分析方法的发现，并从制度产生和延
续的角度进行了细致的机制分析。最后，戴尔发展了空间断点回归的应用方法，其可信的回归论证
可以称为实证研究的典范。

（二）行政组织：中央集权下的乡村治理
戴尔等（Ｄｅｌｌ，Ｌａｎｅ　＆Ｑｕｅｒｕｂｉｎ，２０１８）以越南为研究样本，同样基于空间断点回归设计，探究了

历史上长期以来的行政组织对当前经济结果的影响，以及历史状态产生持续性影响的机制。

１．历史背景。越南北部（Ｄａｉ　Ｖｉｅｔ）曾深受中国政治模式的影响，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统治，

建立起了完善的税收系统、官员制度和法律规范，其中中央政府设置乡村的税收和兵役配额，乡村作
为最基本的行政单位负责执行并管理税收、征兵、产权、地方公共物品提供等（Ｗｏｏｄｓｉｄｅ，１９７１）。越
南南部（Ｋｈｍｅｒ）则更多受到印度引入的治理方式影响，遵循一种“恩庇侍从”（ｐａｔｒｏｎ－ｃｌｉｅｎｔ）模式，即
权力关系是个人化的，农民向拥有土地的赞助者纳贡并获得保护，土地拥有者进一步与更高层次的
赞助者有类似的关系（Ｔａｒｌｉｎｇ，１９９９）。在这种模式下，不存在乡村这种中间行政机构。Ｄａｉ　Ｖｉｅｔ逐
渐向南扩张，最终合并了Ｋｈｍｅｒ，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地区被纳入Ｄａｉ　Ｖｉｅｔ的时间点存在差异。１９
世纪后期，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较晚归入Ｄａｉ　Ｖｉｅｔ治理结构的地区地方管理机构较为薄弱，尚未建
立起乡村治理的根基便被殖民政策取代（Ｎｇｕｙｅｎ，２００３）。二战后，越南分裂为两部分：共产主义的
北越和亲西方的南越，直至１９７５年统一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２．实证方法及结果。戴尔等关注于Ｄａｉ　Ｖｉｅｔ向南扩张时期，选择了一条地理边界，该边界一
侧早在１６９８年便建立起Ｄａｉ　Ｖｉｅｔ形式的乡村组织，而另一侧直到１９世纪早期才由Ｋｈｍｅｒ的领土
变为越南省份。通过比较两侧家庭如今的经济结果差异，可以识别出历史行政机构的长期影响。

基于多维断点回归设计，戴尔等测算出在Ｄａｉ　Ｖｉｅｔ一侧的家庭消费大约比另一侧高出１／３，个体的
平均受教育年限也更高。带宽、断点回归多项式函数形式的选择等一系列详细的稳健性检验表明
这一结果是可信的。除了关注Ｄａｉ　Ｖｉｅｔ制度对当代经济的影响，戴尔等还依次测算了其对殖民地
时期、南越时期的经济影响（戴尔等的研究样本在二战后的分裂时期全部属于南越统治）。在被法
国殖民时期，Ｄａｉ　Ｖｉｅｔ一侧的电报、公路、铁路密度均较大，对南越期间各项经济指标的考察也发现
了类似的结果。这表明历史上长时间处于Ｄａｉ　Ｖｉｅｔ行政机构之下的地区，在过去１５０年里取得了
更好的经济成果。

进一步地，戴尔等探究了历史状态为何会产生持续性影响，她的实证结果表明其关键机制是一
种非正式的传承———地方合作。在Ｄａｉ　Ｖｉｅｔ的制度化乡村治理的悠久历史下，产生了高度持久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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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集体行动规范，这些规范在Ｄａｉ　Ｖｉｅｔ中央政权不复存在后依然很重要。戴尔等从公民社会、地方
政府、公共物品提供、公众意见、越南战争、土地不平等等多个方面的探讨得到这一结论，并排除了其
他可能的机制。具体来说，研究发现Ｄａｉ　Ｖｉｅｔ一侧边界上的公民在１９６９－１９７３年间参与地方公民
组织的可能性是另一侧公民的两倍，而且更可能组织自我发展项目、地方自卫力量，参与地方政府会
议，向慈善机构捐款等。１９６７年，南越的宪法改革赋予了乡村广泛的预算权力和公共物品提供责
任，公民可以选举村长和委员会，结果表明，改革在参与过乡村治理的地方效果最好。在公共物品提
供上，Ｄａｉ　Ｖｉｅｔ一侧乡村表现得更好，包括健康、教育、法律实施、再分配等，但是省级政府的公共物
品提供水平没有差别，意味着这一结果不是由于更高层级的政府管理。Ｄａｉ　Ｖｉｅｔ乡村的公民对地方
政府也更为满意，并更清楚乡村的行政结构，但证据同时表明，该地区公民对乡村行政组织的支持并
非来自对各级政府的普遍支持态度。此外，研究证据表明历史的持续影响机制不太可能来自越南战
争的不同影响或者近期的土地不平等。

３．研究简评。戴尔等基于详细的史料分析和丰富的实证结论，以越南为样本描述了属于不同
历史状态的区域的增长差异，其结论在以下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强调了地方合作这种非正式传承对经济的作用。此前的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市场、国家统
治、制度等正式机制（Ｎｏｒｔｈ　＆Ｔｈｏｍａｓ，１９７３），而对文化、规范等的关注较少，戴尔等的研究关注了
制度与规范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地方合作，提供了非正式机制的证据。这得益于其研究样本的历史特
殊性，在被法国殖民前，Ｄａｉ　Ｖｉｅｔ和Ｋｈｍｅｒ地区的统治分别催生了乡村治理和恩庇侍从关系，进而形
成了不同的地方合作规范，这种规范比统治制度具有更强的生命力。Ｄａｉ　Ｖｉｅｔ和Ｋｈｍｅｒ地区被殖民
后，殖民前的制度被法国废除，整个研究领域的样本从殖民时期开始均属于同样的正式机构，并先后
经历了法国、南越、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统治，正式的制度随历史几经变动，而地方合作被一直保
留。因此，这种非正式规范是持续性的关键机制。同时戴尔等着眼于殖民前的政治组织这一更古远
的历史状态，指出了它对长期发展的影响，丰富了相关领域的研究。

第二，指出了中央政府与地方合作的互补关系以及这种互补对经济的正向作用。此前关于中央
国家和公民社会的讨论通常认为前者会抑制后者（Ｐｕｔｎａｍ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４），但是戴尔等的研究案例并未
支持这一观点。历史上在Ｄａｉ　Ｖｉｅｔ地区，中央通过赋予地方部分权利，提高了当地公民的政治参与
和合作程度，这种地方合作可以解决中央政府或市场都不能解决的问题，从而促进了经济发展，比如
社区可以帮助克服妨碍中央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不完全合同或信息问题。戴尔等强调了历史上国
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互补性，并发现当两者相辅相成时，长期增长似乎更有可能得以实现，这对理解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提供了启发性的证据。

第三，对东亚地区更广泛的经济发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亚洲东北部经济体（例如日本、韩国）

的发展平均而言比东南亚经济体（例如菲律宾、柬埔寨）更快，很多研究试图探讨政府干预在其中发
挥的作用（Ｐｅｒｋｉｎｓ，２０１３）。戴尔等从历史状态的角度给出了可信的解释。越南地处东北亚和东南
亚之间，历史上南部和北部曾分别受到两侧政治体制的影响，并经历了两侧的相互交融。因此，越南
可以作为东亚一个独特的缩影，具有很强的对比代表性，其结论适用于整个东北亚与东南亚的发展
差异。戴尔等通过选取这样一个单一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并聚焦于历史状态具有差异的边界，基于
丰富的历史数据阐明了持续性渠道，其研究结论支持了东北亚制度化的行政组织的长期积极作用以
及地方合作的重要机制。

（三）殖民统治下的经济组织
虽然殖民力量在很多时候会为了攫取殖民地的资源，在当地建立较差的产权保护制度，制度的

持续性导致这些国家至今发展较差（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但是，戴尔等（Ｄｅｌｌ　＆Ｏｌｋｅｎ，２０２０）指出
了攫取型殖民地也可能具有正面的长期影响：殖民国家为刺激生产而在殖民地建立起复杂的经济系
统，如整顿当地经济、技术转移、交通建设等，这些经济组织被保留下来并长期影响着发展。戴尔等
研究了荷兰在爪哇建立的生产糖的综合工农业系统对如今经济结果的影响。

—１５１—

张延 王琪：梅莉萨·戴尔对政治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贡献



　 　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１．历史背景。１９世纪中叶，荷兰在殖民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期间，将强制性农业实践和大规模
国内加工相结合，建立了生产糖的综合工农业系统，也被称为荷兰耕作制度（Ｄｕｔｃｈ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
ｔｅｍ）。在这一制度之前，爪哇的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而且几乎不存在工厂。殖民者入侵后，强迫当
地农民种植甘蔗，并在附近建造工厂进行加工，然后出口欧洲，从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Ｖａｎ　Ｎｉｅｌ，

１９９２）。食糖生产在殖民制度废除后继续保留，直到大萧条期间崩溃，现在当地食糖消费已经主要依
赖于进口。

２．实证方法及结果。荷兰给爪哇的经济带来了两个重要改变：创建制糖厂和强迫工厂附近的
村庄种植甘蔗，戴尔等分别讨论了这两个改变的长期影响以及影响机制。

为检验创建制糖厂的影响，戴尔等根据工厂选址所需的条件构造了反事实制糖厂的位置，即同
样适合殖民时期建造糖厂、但是没有建造的位置。到适合制糖地点的距离可能通过其他方式影响经
济结果，反事实工厂可以控制这一效应。去除反事实影响后，戴尔等比较距离实际工厂远近不同地
区现今的经济发展状况发现，殖民时期的制糖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代爪哇的经济活动。具体
来说，与居住在较远地方的人相比，居住在历史上的糖厂附近的人更多地从事制造业或零售业，并
且人均消费更高。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投入产出联系、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积累是这一
持久性的三个重要渠道。首先，地区的产业构成会通过投入－产出而集聚，研究者根据投入－产
出表区分了制糖业的上游产业和下游产业，前者指农业、机器等可直接或间接用于制糖的产业，后
者指食品加工等使用糖作为投入品的产业，研究发现，历史工厂附近地区的下游产业在２００６年仍
然很密集，即便附近没有现代化的制糖厂，糖的原始来源也已经消失，但下游生产者仍然聚集在这
里。其次，为了将糖运输到港口，荷兰在爪哇修建了大量的公路和铁路，证据表明１９００年历史工
厂附近的村庄公路和铁路密度更高，这一基础设施优势直到１９８０年仍然存在。最后，历史工厂附
近的村庄提供了更多的公共物品，在１９８０年更有可能拥有更多电力和高中，当地人的受教育程度
更高。

为了评估强迫工厂附近的村庄种植甘蔗的影响，戴尔等利用了强制性种植甘蔗在区域边界上的
不连续性，采用多维空间断点回归方法识别了这种种植制度对村庄的影响。边界的获得来自荷兰的
历史档案，档案中手写记录了１９世纪爪哇１００００多个受强迫种植影响的村庄名单，根据名单匹配当
前的地理位置可以获得该边界，边界两侧一定区域内的村庄可以互为对照。以村庄当前的经济政治
结果为因变量，以是否被强迫种植甘蔗为自变量，控制断点回归多项式、到制糖厂的距离、到边界距
离、其他地理特征等因素，可以识别强制种植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这种耕作制度影响了土地分
配、公共物品和经济结构。具体来说，荷兰授权村长管理当地耕作，并给予村长一定的经济激励，这
促使村长将更多的土地分配为公共用地来种植甘蔗（Ｖａｎ　Ｎｉｅｌ，１９９２），部分土地的公共用途被保留
下来，直至今天，在耕作制度下的村庄公共用地都更多。另外，由于历史上修建学校需要由当地出
资，耕作制度下的村庄从土地中获得的收入更高，提供公共物品的资金相对丰裕，这些村庄如今也有
更多的学校和更高的教育水平。最后，人力资本的差异影响了经济结构，在被强迫耕种的村庄，家庭
中从事制造业和零售业的比例更高，从事农业的比例更低。总之，耕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
地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导致了持续到今天的更高水平的发展。

３．研究简评。这一研究为殖民统治的长期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据，突破了传统观点所认为的殖
民国家对殖民地产生长期负面影响（Ｄｅｌｌ，２０１０；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研究通过验证荷兰在爪哇
建立的糖业体系带来了积极的长期发展成果，给出了一个反例，以及详细的机制探究，指出殖民者为
促进生产而实施的经济结构可以通过基础设施、公共物品提供等途径长久地促进殖民地经济发展。

当然，研究者也指出，上述掠夺性殖民政策对殖民地的长期作用不同于一般情况是由于糖业生产的
特殊性，因为甘蔗要在运输之前进行加工，这就需要大量的当地制造业，而且耕作系统的地点相对稳
定，殖民者有动机进行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投资。相比之下，矿产资源则不需加工，殖民者也更倾向
于短期开采，因此没有给当地带来经济组织的实质性改变。另外，该研究也指出了经济活动地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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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通过强调产业聚集和运输网络作为持久性的特定通道，提高了我们对城市地理学中空间持
久性的理解。

（四）革命与土地改革
除了关注殖民统治下的政治制度和经济组织的长期影响，戴尔（Ｄｅｌｌ，２０１２）还考察了历史上国

家内部的冲突和战争带来的经济影响，提供了历史事件产生持续经济后果的新证据。

１．历史背景。２０世纪初，墨西哥暴发了推翻独裁统治的革命，此后出于不同利益诉求的多边内
战持续存在，争论的核心是土地改革和政治权力集中程度（Ｋｎｉｇｈｔ，１９８６）。革命结束后，中央政府
为了巩固政权进行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以合作农场（ｅｊｉｄｏｓ）的形式向农民革命者重新分配土地，但
同时施加了很大的限制，例如不能出售、出租或合法转为非农业用途，许多关于使用合作农场土地的
决定必须由政府官员同意。

２．实证方法及结果。戴尔以干旱程度为革命的工具变量估计了革命对如今的经济结果的影
响。她首先分析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１９０６－１９１０年的降雨数据表明，降雨量的增加会显著降
低冲突活动的概率，即干旱与革命程度显著相关；而干旱程度与１９００年城市的一系列特征不相
关，这表明，如果没有干旱，城市间具有相似的政治与经济特征，降水量是随机的；另外，证据表明
降雨量的波动对长期发展影响不大，即不会通过革命以外的渠道影响经济结果。基于市级革命
数据和降雨量这一外生变化，她讨论了革命对政策和发展的影响。工具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土地
改革集中于发生革命的城市，长期来看，历史革命降低了当地现在的收入和工业化程度，增加了
劳动力从事农业的比例，也降低了市长位置上政党之间的交替性。机制分析认为长期影响来自
土地改革：墨西哥政府实施的土地改革虽然稳定了革命地区，但降低了长期的工业化、收入和政
治竞争。

３．研究简评。这一研究丰富了关于冲突的经济影响的研究，尤其是冲突的长期制度影响，指出
相对较小的事件可能具有非常持久的影响。同时，该研究也讨论了土地分配的重要作用，强调了土
地改革对市场施加重大限制和培养裙带政治的潜在成本，指出在通过改革解决土地纠纷以扩大国家
权力时，如果用政治赞助取代市场互动，可能会导致持续的经济效率低下。

四、冲突与犯罪

戴尔的另一研究主题是冲突与犯罪。她关注具体国家的特定问题，尤其是在司法制度不够完
善、政局比较动荡的发展中国家，从强制性政策和劳动力市场变化的角度探讨可能引发暴力加剧
的原因，例如反毒品政策（Ｄｅｌｌ，２０１５）、军事上的集中轰炸（Ｄｅｌｌ　＆ Ｑｕｅｒｕｂｉｎ，２０１８）、国际市场冲
击（Ｄｅｌｌ，Ｆｅｉｇｅｎｂｅｒｇ　＆Ｔｅｓｈｉｍａ，２０１９）等。戴尔还细致地考察了直接效应和外溢效应、影响机制
等问题。她的研究指出强制性政策在一些情况下并不能实现预期目标，甚至可能产生反作用，这
为相关的政策选择提供了依据，提醒制度和政治基础薄弱的国家需要谨慎考虑政策和冲击的冲突
效应。

这一领域的研究方法同样主要基于断点回归的方法，根据处理变量的不连续性，构造出处理区
域与对照区域边界，测算边界两侧冲突或犯罪水平的差异。同时出于内生性的考虑，戴尔综合运用
了工具变量的方法分离出外生变化，识别某一因素的影响。她灵活运用基础的计量方法，根据问题
的具体特征创造可识别条件，这一过程对实证研究者具有重要启发。

（一）反毒品政策的影响
戴尔（Ｄｅｌｌ，２０１５）通过贩毒网络模型和毒品交易的机密数据，采用断点回归方法识别了墨西哥的

毒品打压政策如何影响暴力和贩毒，考察了在镇压当地所产生的直接影响以及将毒品贩运转移到其
他地方所产生的溢出效应。

１．现实背景。墨西哥是美国非法毒品市场的主要供应来源，其毒品产业分布于超过半数的行
政区内，被主要贩毒组织和地方帮派控制，这些贩毒组织不仅从事毒品运输，还会涉及很多非法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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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包括绑架、偷盗、勒索等。自２００７年以来，以墨西哥保守派国家行动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ｙ，

ＰＡＮ）为首，进行了大规模的打击贩毒行动，但是与毒品交易有关的暴力活动却急剧升级，主要贩毒
组织也有所增加（Ｋｅｅｆｅｒ　＆Ｌｏａｙｚａ，２０１０）。由于联邦制下不同政党采取的打击力度不同，反毒品战
争主要集中于ＰＡＮ市长管辖的行政区，地区间的政策差异与ＰＡＮ政党候选人在市长竞选中的结果
有关。

２．实证方法及结果。基于以上背景，戴尔以墨西哥市长选举作为可信的外生变量，具体来说，

她利用了竞选结果临界点处市长所属党派的不连续性变化：当ＰＡＮ以微弱差距胜利或者失败时，选
举结果不是由系统性的竞选者差异或者城市特征差异导致，可以认为在这一微小的临界区间内的差
异是外生的。因此，ＰＡＮ恰好失败的城市可以被视为恰好成功的城市的一个合理反事实。使用接
近的市长选举结果可以分离毒品管制政策的外生变化。戴尔的检验表明这一识别策略是有效的，在
阈值两侧的地区，除处理变量外其他相关因素均变化平稳。

断点回归结果发现，与毒品有关的暴力犯罪在ＰＡＮ市长选举结束后大幅度增加。在ＰＡＮ市长
上任的行政区，每１０万居民中每年与毒品交易相关的杀人案比非ＰＡＮ市长上任的区域多出２７～３３
起，这一影响在市长任期内持续存在，而且会持续更长的时间。与前期相比，毒品交易相关的暴力事
件在ＰＡＮ党获胜的市中增加了５．５倍，而在ＰＡＮ党失败的市中仅增加了一倍。进一步地，戴尔通
过大量证据指出了暴行增加的原因：ＰＡＮ的胜利引发了对现有犯罪者的打击行动，刺激了贩毒者之
间的暴力。她的证据表明，超过８５％的与毒品相关的暴力是贩毒者之间的互相残杀，而且暴力的增
加集中于对贩毒组织而言最重要的想要控制的地区。在打击行动削弱了现有犯罪分子的力量之后，

敌对的毒品贩卖者试图篡夺毒品市场。戴尔检验了其他假设对暴行增加的影响，例如更换政党控制
权引发的暴力、ＰＡＮ市长在州政府或联邦政府的ＰＡＮ官员处获得了更多的安全援助等，但都不能
很好地解释暴行的增加。

毒品打压行动不仅会对当地产生直接影响，还会促使贩毒者转移，进而影响其他城市。为证
实是否存在外溢效应，首先需明确外溢效应可能出现的地点。为此，戴尔构造了一个贩毒路线的
网络模型，来预测毒品运输地点在打压活动增加之后发生的转移以及毒品暴行发生地。该模型考
虑贩毒者需要沿着公路网络将毒品从墨西哥的生产城市运送到主要市场美国，他们会选择最小化
运输成本的线路。假设ＰＡＮ的胜利增加了毒品通过该城市运输的成本，因此贩毒者会避开该地
区，将毒品运输转移到其他低成本的路线。戴尔研究发现，在网络模型预测的路线上，实际的毒品
缴获量有显著增加；在预测有运输路线的城市，缴获的毒品价值显著增加了１８％。这表明该模型
可以预测ＰＡＮ胜利后的毒品运输的转移路线。给定运输模型预测的毒品转移，可以评估打击活
动是否通过转移非法活动影响其他地方的暴力行为。回归结果表明，具有预测路线的城市每月与
毒品交易相关的杀人案发生概率从４．８％上升至６．２％，而且暴力行为的增加集中在有多条预测路
线的城市。尽管反毒品政策的外溢效应相比于直接效应小，但由于犯罪的严重性，这一影响也很
重要。

３．研究简评。戴尔通过细致繁杂的实证工作，分析了暴力与毒品交易、反毒品政策的关系，她
的研究在以下两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在因果关系上识别了反毒品政策与暴力活动的关系。此前的研究多集中于政策与暴力的相关
性分析，基于截面数据或面板数据的证据表明，毒品管制和暴力具有正向关系（Ｋｅｅｆｅｒ　＆ Ｌｏａｙｚａ，

２０１０）。由于政策实施不会随机选择镇压地点，此前的研究难以识别毒品政策的因果影响，也难以解
释相关性背后的原因。例如，这一关系可能是由于政府将暴力较多地归因于毒品消费，从而加大了
对毒品交易的打击力度，也有可能是因为政府认为该地以后更可能发生犯罪而进行打压。戴尔将该
问题发展至因果性探究，基于特殊的政治背景设计了巧妙的断点回归，指出了墨西哥的政府政策是
近年来犯罪上升的主要原因，提供了毒品打压导致大范围持久性的杀人率上升的证据，并指出其原
因是贩毒组织间为抢夺市场产生的冲突，为此前的相关性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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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首次在实证上识别了毒品管制政策的外溢效应。戴尔的研究发现ＰＡＮ胜利地区实施的
严格管控使得贩毒分子转移了毒品运输，增加了毒品替代路线上的暴力。这表明当政策导致一个地
方难以开展犯罪活动时，犯罪组织便会转移至其他地方，因此会导致其他行政区发生暴力事件。考
虑这一外溢效应对于在更广泛的层面上理解打压政策的作用非常重要，它指出在计算反毒品战争的
成本时需要将其他地区的暴力成本也纳入进来。同时，戴尔的研究为“转移假设”（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　ｈｙｐｏｔｈ－
ｅｓｉｓ）提供了证据，即政府针对某一地方的打击会使得毒品活动转移至其他地方，而难以真正使其减
少。这有助于解释为何过去４０年全球毒品管制花费有了大幅度增长，但毒品市场仍在扩大，毒品消
费没有下降（Ｒｅｕｔｅｒ　＆Ｔｒａｕｔｍａｎｎ，２００９）。

（二）军事策略
戴尔等（Ｄｅｌｌ　＆Ｑｕｅｒｕｂｉｎ，２０１８）基于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所使用的策略的不连续，采用工具变

量和空间断点回归的方法，估计了军事策略的因果影响。

１．现实背景。越南摆脱殖民统治后，逐渐形成了南越和北越，其中南越由美国支持，但逐渐产
生了以越共（Ｖｉｅｔ　Ｃｏｎｇ，ＶＣ）为领导的共产主义反抗，美军和南越政府试图镇压这一反抗，最终暴发
了越南战争。战争中美国为打击反抗者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军事策略：压倒性火力方法（ｏｖｅｒｗｈｅｌｍ－
ｉｎｇ　ｆｉｒｅｐｏｗｅｒ）和民心策略（ｈｅ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ｄｓ），其中前者强调一种高压的强制性攻击，美国的空袭和
陆军均采用了这种策略，后者则采用一种更温和的方式，通过安抚赢得支持，美国海军陆战队更多地
采取了这种方法（Ｋｏｄｏｓｋｙ，２００７；Ｋｒｅｐｉｎｅｖｉｃｈ，１９８６）。

２．实证方法及结果。Ｄｅｌｌ　＆ Ｑｕｅｒｕｂｉｎ（２０１８）基于美军确定空袭目标的算法识别了空袭的效
果，讨论了轰炸人口密集地区这种压倒性策略的因果影响；然后基于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军区边界的
空间不连续性，比较了不同军事策略产生的差异性后果。

戴尔等识别压倒性火力的影响时利用了村庄安全评级的不连续性。１９６７年起美国在南越建立
了村庄评价体系（ｈａｍｌｅ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ＨＥＳ），设置了１６９个关于安全、政治和经济的问题，通
过月度或季度调查获得当地人信息，将这些数据通过一定的算法整合，得到村庄的整体安全分数，该
分数是连续的，范围在１～５之间，然后四舍五入到最接近的整数，得到最终的村庄安全评级。Ｄｅｌｌ
＆Ｑｕｅｒｕｂｉｎ（２０１８）根据解密的空军历史文件发现，在越战期间，分配每周计划的轰炸任务会考虑多
个因素，其中之一便是以上述分数衡量的村庄安全。由于 ＨＥＳ不用于其他资源分配，例如地面和海
军部队的攻击，因此它可以将空袭的影响隔离出来。

研究通过比较恰好在四舍五入阈值上下的村庄，并将恰好在阈值之下作为轰炸的工具变量，估
计了压倒性火力的因果影响。第一阶段回归表明美军轰炸在阈值处存在明显断点，恰好在阈值之下
的地方更可能被轰炸。第二阶段使用工具变量讨论了轰炸对美国军事目标和国家建设目标的影响。

美国的军事目标是通过压倒性火力减少反抗力量，但估计结果显示轰炸人口密集地区破坏了这一目
标，导致更多越南人参与到反抗者的军事和政治活动，表现在增加了当地反抗者组成的游击队；使得
反抗者政治分支机构更为活跃；增加了反抗者发起的攻击地方安全部队或政府官员的概率。这是由
于反抗者很难被识别，如果压倒性火力袭击到平民，反而会导致民众的不满情绪，激发他们加入革
命，从而增加了对反抗者的支持。另一方面，美国在越南的国家建设目标是通过支持南越政府，使当
地居民更多地参与到国家和非共产主义公民社会中来。但是戴尔等研究发现，轰炸反而削弱了南越
的国家能力，例如轰炸使得地方政府征收到税收的可能性下降；当地的小学入学率下降；非共产主义
社会组织的参与度降低。这是由于轰炸扩大了政府和反抗者之间的政治合法性差距，可能导致公民
以各种方式加入革命中来。

进一步地，戴尔等将这种压倒性火力战略同民心战略对比，分析了不同军事策略的后果。美国
陆军军区和海军陆战队军区提供了军事策略在空间上的不连续性，前者采用空袭、轰炸等压倒性攻
击，后者通过与当地合作赢得民心支持。比较军区边界两侧附近村庄，可以识别出处理变量不同导
致的结果差异。基于多维空间断点回归研究得出的结论与轰炸的结果是一致的，恰好位于海军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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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一侧边界的村庄，公共物品提供更高，反抗活动较少，反抗者存在的可能性较低。此外，民意数据
显示，海军陆战队地区的公民对美国和南越各级政府的态度更加积极。这一结果强调了军事策略的
差异的重要性。

３．研究简评。在研究设计上，戴尔等基于丰富的军事资料和数据挖掘，运用了极为巧妙的识
别方法。事实上，轰炸对反抗的影响存在很大的内生性问题，因为军队会瞄准那些反抗活动已经
在增加的地方，将军事资源分配到被认为最有效的地方，这导致轰炸次数不是随机的。戴尔等利
用一个新发现的组成轰炸策略的算法，找到了一个可信的随机变化，将样本限制于被认为是轰炸
目标边缘的地区。这些地区其他因素类似，仅受四舍五入的影响，具有不同的安全评级，由此形成
了轰炸次数的外生差异，将这种外生不连续作为工具变量识别了轰炸的影响，在实证策略上具有
很大的独创性。

此外，戴尔等的研究为军事策略的选择提供了重要依据，证明了压倒性火力策略可能导致结
果与预期目标的背离。该结果支持了Ｓｃｏｔｔ（１９８５）等研究者的质疑，当难以确认反抗者时，如果
平民被击中，压倒性的火力会造成不满情绪，激发民众加入革命，并可能扩大反抗者与政府之间
的政治合法性差距。这些因素反而使得反抗者和平民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对预定目标带来更
大的挑战。

（三）失业与犯罪
犯罪经济学通常从经济动机的角度来解释犯罪行为，Ｂｅｃｋｅｒ（１９６８）提出的基本分析框架认为，

个体在不确定情况下通过成本收益计算来决定是否参与犯罪，犯罪的预期收益来自犯罪行为得到的
经济收益扣除可能被抓获的成本，预期成本通常用机会成本计算，因此合法工作机会的减少会降低
机会成本，进而增加犯罪。很多研究讨论了犯罪和失业的关系，但并没有发现明显的证据支撑
（Ｆｒｅｅｍａｎ，１９９９；Ｄｒａｃａ　＆ Ｍａｃｈｉｎ，２０１５）。戴尔等（Ｄｅｌｌ，Ｆｅｉｇｅｎｂｅｒｇ　＆Ｔｅｓｈｉｍａ，２０１９）指出，这是
由于此前的研究关注的是高度制度化的国家，在制度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可能存在不同的情况，因为
这些地区通常刑事司法机构的定罪能力较低，犯罪组织更为常见，犯罪的求职搜寻成本较低，犯罪组
织之间的大规模冲突也会增加暴力的需求。戴尔等以墨西哥为样本，使用工具变量的方法研究了由
贸易导致的失业对城市犯罪的影响。

墨西哥制造企业的主要竞争来源是其他国家对美国市场出口的变化，而且该变化相对于墨西哥
毒品交易和犯罪活动的变化而言是外生的。戴尔等构建了一个市级贸易竞争指标衡量墨西哥每个
城市的工人面临的国际竞争的变化，如果该市在其他国家对美出口预计将增长的行业中拥有更大的
就业份额，则该指标会较高，然后用这一指标作为墨西哥制造业工作岗位变化的工具变量，以识别失
业与犯罪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预测国际竞争增加较多的墨西哥城市，其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流
失明显较大，这导致了更多的毒品走私和暴力活动，尤其是在有大规模犯罪组织的城市，而且国际竞
争对年轻、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男性的影响更大。

戴尔等进一步分析了其中的机制，强调了犯罪组织在联系失业与犯罪活动中的重要性。由于贩
毒组织需要大量的对本地熟悉的劳动力用于放哨，因此地方劳动力供应对毒品利润起到重要作用。

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变化降低了犯罪雇佣的机会成本，使得贩毒更加有利可图，进而导致犯罪组织或
其内部派系为控制地盘而斗争。当制造业就业机会减少时，通过检验以非法毒品缴获量为代理变量
的毒品贩运是否增加可以验证该机制是否成立。研究结果表明，暴力犯罪集中于存在主要贩毒组织
的城市，而不会影响之前没有毒品交易的地方。以可卡因为例，某地犯罪雇佣机会成本的下降将增
加通过该地贩运可卡因的利润，导致毒贩争夺新的有利可图的路线。证据表明，就业机会减少的城
市中可卡因缉获量有显著增加。

戴尔等的研究支持了Ｂｅｃｋｅｒ模型中的结论，提供了失业与犯罪联系的证据，并强调了将个人经
济激励与组织角色相结合的价值。当就业选择有限时，利润丰厚的非法毒品贸易所提供的经济机会
就变得非常宝贵，尤其对年轻的、技术水平低的人，而犯罪组织受到低成本劳动力供应增加的刺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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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活动，在争夺资源的过程中引发冲突和暴力行为。此外，戴尔的研究弥补了发展中国家的城市
暴力研究的空白，此前的研究侧重于关注暴力集中的农村地区，城市暴力常常被忽视。但在墨西哥，

４／５的谋杀发生在城市，是全球城市中谋杀率最高的地区（ＵＮＯＤＣ，２０１４），研究城市暴力犯罪的原
因具有重要意义。最后，贸易对犯罪活动的影响尚未得到广泛探讨，这一研究关注受贸易影响的制
造业，考察了贸易和暴力之间的关系，并提供了机制上的证据。

五、气温与发展

戴尔早期的研究曾关注于气候与经济的关系，主要是气温对经济的影响。气温与经济活动的关
系长久以来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很多研究使用截面数据估计平均气温与经济总体变量的关系，一
般认为气温越高的国家越贫穷（Ｇａｌｌｕｐ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

估计气候对发展的影响最经典的方法是以经济结果为因变量，以气温、降水等气候变量为自
变量，控制其他与气候有关并可能影响经济结果的变量，基于截面数据进行ＯＬＳ回归得到气候变
量的估计系数。但是戴尔等（Ｄｅｌｌ，Ｊｏｎｅｓ　＆ Ｏｌｋｅｎ，２０１４）指出，截面估计可能面临遗漏变量、控制
变量本身是气候的结果等问题，导致识别存在偏误，更重要的是，截面关系仅代表了一种长期均
衡，而难以测算气温对经济活动的同期影响，而使用面板数据可以根据气温冲击识别其对经济结
果的短期影响。戴尔等（Ｄｅｌｌ，Ｊｏｎｅｓ　＆ Ｏｌｋｅｎ，２００９；Ｄｅｌｌ，Ｊｏｎｅｓ　＆ Ｏｌｋｅｎ，２０１２）分别基于截面和
面板数据测算了气温的影响，将之分别视为长期效应和短期效应，并提出了一个使得两者一致的
理论模型。

戴尔等（Ｄｅｌｌ，Ｊｏｎｅｓ　＆Ｏｌｋｅｎ，２００９）使用美洲１２个国家的市级截面数据，基于ＯＬＳ回归测算
了气候和收入在跨国间的关系和国家内不同地区的关系。研究发现，国家内收入和气温负相关，虽
然和国家间相比，两者的关系在国内不同地区上较弱，但也是统计显著的：气温每上升１摄氏度，国
家人均收入会下降８．５个百分点，城市人均收入会下降１．２～１．９个百分点。

戴尔等（Ｄｅｌｌ，Ｊｏｎｅｓ　＆Ｏｌｋｅｎ，２０１２）搜集整理了不同国家１９５０－２００３年间的气温和降水数据，

将这一数据与总产出结合，得到一个气候和收入在国家－年份维度的面板数据集，用以考察国家气
温、降水量的变化与经济表现的历史关系。这一数据结构相比于跨国数据在研究气候影响时具有很
大的优势。首先，可以使用气温和降水在年度间的波动来识别它们的影响，从而控制国家不随时间
改变的特征的影响。其次，可以用面板的分布滞后结构考察气温对国家增长率的影响，而不仅仅是
对收入水平的影响。

这一研究发现了气温波动的三个主要影响。首先，气温升高显著降低了贫穷国家的经济增长，

每摄氏度的气温上升会使得贫困国家当年的经济增长降低１．３个百分点，对富裕国家的影响并不稳
健，降水量的变化对富国和穷国的影响均不明显。其次，通过在回归中加入气温的多阶滞后项，可以
考察冲击对经济产出的影响是暂时的还是持续的，以及气温是否有增长效应，结果表明气温升高会
降低贫穷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而不仅仅是产出水平。由于即使是很小的增长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
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如果增长效应持续到中期，就意味着气候变暖产生巨大影响。最后，高温
会对贫穷国家产生广泛的影响，减少农业产出、工业产出和政治稳定，这些效应有助于解释温度如何
影响贫穷国家的产出和增长率。

除了解释气温和降水的短期波动的影响，戴尔等（Ｄｅｌｌ，Ｊｏｎｅｓ　＆ Ｏｌｋｅｎ，２０１２）还探究了更长时
期的气温变化对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１０～１５年范围内的气温增长对经济的影响估计与年度面板
估计结果类似，即对贫穷国家有较大的副作用。虽然更长期的气温变化影响探讨面临较大的挑战，

因为在长期中国家会适应某一特殊气温，从而减少短期经济影响，但他们的结果指出气温影响至少
会持续到中期。

上述长期截面关系与短期增长效应的测算表明，与长期关系相比，气温冲击的短期经济影响更
大，如果不考虑适应性，气温差异只需要持续７年即可解释跨国关系（Ｄｅｌｌ，Ｊｏｎｅｓ　＆ Ｏｌｋｅｎ，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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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尔等（Ｄｅｌｌ，Ｊｏｎｅｓ　＆ Ｏｌｋｅｎ，２００９）构造了一个理论框架，通过收敛机制和适应机制解释了为何增
长效应较大的同时长期效应相对较小。首先，收敛力量会使得落后国家和地区更快地向平衡增长路
径收敛，这一效应会抵消温度的负面效应，收敛速度越大，气候的长期效应被减弱得越多。其次，在
较长的时期中，地区会逐渐适应气候，面板模型估计的增长效应反映的是对气候冲击的影响，但对于
长期温度变化，个体会通过调整行为减小气候对经济的影响，比如转变种植的农作物、人口迁移等，
因此短期估计结果会大于长期反应，戴尔等发现一半的气温短期负效应被通过适应机制在长期中抵
消了。上述机制也可以帮助解释气温在国内的长期效应相比于国家间更小，因为和跨国相比，国内
不同地区间的迁移、转移支付、技术交流更加便利，落后地区的收敛速度会相对更快，长期中所抵消
的气温负向作用更多。
总之，戴尔等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为气候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依据，考虑了气候的短期、中

期和长期影响，以及长期影响在国内和跨国间的不同表现，并从收敛和适应的角度解释了气温与经
济的关系差异，结论表明气温对经济的影响是非线性的，气温升高可能对贫穷国家造成重大负面影
响，而且高温不仅有水平效应，还会有增长效应。另外，戴尔等的研究指出了温度可以在农业之外产
生影响，并强调从多方面探讨温度与经济的关系，包括农业产出、工业产出、劳动生产率、能源需求、
健康、冲突等。

六、总结

戴尔对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研究历史事
件持久性影响及其原因的模式。她基于断点回归和工具变量估计等方法，为具体问题设计特定的估
计策略，分离出可信的外生变化，用以识别因果关系，支撑了此前跨国研究的结论，即不同国家由于
偶然因素在历史上形成的制度差异直到今天仍然很重要。戴尔的一系列研究表明，殖民时期的强制
性劳动力制度使得当地至今的经济发展仍较为落后。但是殖民并不总是有害的，攫取政策也会强制
当地重新组织生产方式，通过引入先进的经济组织加快殖民地的产业转型和经济增长。另外，前殖
民时期的历史状态也会对如今的政治制度与经济结构产生影响，例如制度化的行政管理结构。进一
步地，戴尔指出了土地分配、基础设施建设、地方合作、公共物品提供等机制是历史因素产生长期影
响的重要途径。此外，戴尔从冲突与犯罪的角度分析了政策的当前效应，对于理解冲突在发展中的
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她的研究指出了压制性政策可能带来反作用，在制度不完善、犯罪组织活跃的国
家，需要注意失业可能引发的暴力增加。最后，戴尔为气温与经济发展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不同角度
的证据。
在研究过程中，戴尔将宏大的制度与增长问题分解为很小的问题，基于具体案例识别特定渠

道，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探索。这些研究涉及大量的史料分析、政治背景理解、地理特征提取以及独
创性的数据挖掘工作。这些工作使得她可以得出丰富的、开创性的结论，为理解制度与增长提供
了新的证据。同时，戴尔她的研究也是全面谨慎的，她在每项研究中首先用大量的检验来证明识
别策略的有效性，然后对每个结论都进行了多个角度的验证，提供多种辅助性计量结果，并排除其
他可能的解释，从各个方面论证了结论的可靠性。最后，戴尔深入探究了其中机制，将需验证的假
设量化为可操作的实证过程，每个机制的得出同样经过了复杂的回归设计和各种稳健性检验性。
她通过创造性、细心和严谨的研究过程，构建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体系，是实证研究者的杰出
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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